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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炭河里与望城高砂脊出土铜器 

的铅同位素分析及相关问题 

黎海超 崔剑锋 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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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湘江流域曾出土大量晚商风格的铜器,其中大部分属于“宁乡铜器群”范畴。这些铜器多零散

出土或出于窖藏中,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的缺乏使得相关研究存在诸多限制。近年来,湘江流域的望城高砂脊和宁乡

炭河里先后发掘出土两批铜器墓葬,对于认识湘江流域铜器的年代、文化背景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湖南炭河里遗址 高砂脊遗址 铜器分类 铅同位素分析 

对于宁乡炭河里和望城高砂脊出土的两批铜器,已分别有学者结合铅同位素分析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学界关于湖

南青铜器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若干关键的考古学问题仍未明确。马江波等对于炭河里铜器的研究以铅同位素分析为基

础,致力于解决铜器所用原料的矿源问题。他们根据测得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认为炭河里铜器群年代较早,而炭河里和高砂脊

的普通铅数据则与殷墟晚期数据相同,并将部分金属资源指向华北矿山。另外,由于湖南本地金属矿床的铅同位素数据与炭河里

铜器数据联系较弱,因此认为炭河里铜器似乎未采用当地的金属资源[1]。本文赞同炭河里、高砂脊普通铅数据与中原的关联,另一

方面则认为炭河里出土铜器的年代与炭河里遗址的年代当区别看待,尤其对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需持谨慎态度。此外,我们认

为炭河里铜器的生产问题仍不明晰,如炭河里铜器或许未使用当地金属资源,但不能排除部分铜器利用其他原料在当地生产的可

能性。 

对于高砂脊铜器,内田纯子等学者以鼎为例提出铜器由中原式到本地化的发展过程,并认为本地化过程中铜器所用原料也由

中国北部的铅转为中国北部和中部铅的中间类型,即两种原料的混合。他们对于铜器及铜器原料的动态观察颇具启发性,但对于

高砂脊各类铜器的生产问题仍无详细阐述,其落脚点仍是关于矿料来源的讨论[2]。 

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国内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趋向,即以判断具体矿料的来源地为最终目标。理论上这种方法并无问题,但由

于中国境内矿山数据不够系统,尤其缺乏矿冶遗址的完善数据,加之方法本身的限制等因素,使单纯依靠铅同位素方法判定矿料

来源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停留在推论层面。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认为适时地转变研究角度颇为必要。我们主张在矿山数据不够系统

的情况下,可将问题着眼点从单纯对具体矿源地的判断转变为对铜器生产背景的解读。本文所谓生产背景主要关注不同风格的铜

器是否指向相同或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地点,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背景。如炭河里和高砂脊铜器中,中原风格

的铜器是否直接自中原传入,混合风格的铜器是出自中原人群还是土著人群之手,具有地方风格的铜器又是否一定在当地铸造等

等。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地方势力的文化关系和互动模式。 

以此思路为基础,我们主张利用铅同位素数据讨论铜器的生产背景。比如,现有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可分为 A、B、C三组,这三

组数据对应的来源地或不明确,但三组数据代表不同来源则可基本确定。结合铜器的风格、质量特征,对应不同的数据组,再与其

他区域铜器数据进行对比,便可讨论铜器的生产问题。这对于理解人群、文化的交流和变迁将起到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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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以高砂脊和炭河里部分出土铜器为研究对象,首先厘清铜器风格,建立铜器分类标准,再结合铅同位素分析方法讨论

数据与铜器分类的关系,从而阐述铜器的生产背景,希望以此进一步理解中原王朝和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相关铜器的分类 

炭河里铜器墓主要分布在炭河里城址西北数百米的新屋组二级台地。据报告其中有 7 座西周时期墓葬,共出土铜器近百件,

但多为残片[3]。发掘者根据出土铜器和墓葬填土内的陶片将墓葬年代定为西周时期,多为学界认可。本文基本同意对墓葬年代的

判断,但同时认为墓葬所出铜器来源复杂,其中有不少为商文化风格铜器,年代可能早至商末周初或商代晚期。因此墓葬本身的年

代不等于出土铜器的年代。炭河里出土铜器不仅年代不一,铜器风格也呈现多元化现象。以往对于湘江流域出土铜器的分类,前

辈学者多认识到中原风格铜器和地方风格铜器的显著差异。熊传薪最早将湖南商周铜器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
[4]
,也

有学者将混合型和地方型统一归并为地方型[5]。分类标准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出发点不同,有的学者侧重于铜器风格,而也有学

者以铸造特征为标准进行分类又或两者兼具。 

我们将铜器风格和铸造特征均作为铜器分类的判断标准。炭河里出土铜器按照风格可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就

铸造特征而言,则大体包括高质量铜器和低质量铜器两类。其中中原型和大部分混合型铜器均属高质量铜器,地方型铜器和少量

混合型铜器质量较低。由此,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铜器构成了炭河里出土铜器的分类标准。以下对具体器物的归类做简

要分析。 

炭河里出土铜器以鼎、卣、爵等容器的数量为最多,其次有锸、铲、矛等工具和兵器。属于中原型的铜器几乎都是容器。如

鸮卣以云雷纹和鱼鳞纹为基本母题构成卷曲的翼,与殷墟出土的鸮卣相近(图一,1);器鋬虽不能断定属于何类铜器附件,但鋬上

附带的羊角兽首及鋬身装饰的扉棱均见于中原地区(图一,2);至于饰蝉体尖叶纹的柱状鼎足,饰三角纹和云雷纹的爵柱以及带凹

槽的斝(盉)足都显示出典型的中原风格(图一,3～5)。炭河里所见混合型铜器以鼎足为代表,如蹄形鼎足上部饰典型的中原式兽

面纹,但蹄足的形态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晚(图一,6);再如外撇的尖锥状鼎足非中原传统,但足上所饰蝉体尖叶纹明显与炭河里的

中原型柱状鼎足所施纹饰相近(图一,7)。混合型铜器多是中原纹饰与地方器形的结合,多数铜器铸造质量较高,其生产背景可能

更接近中原型铜器。 

至于炭河里出土的地方型铜器则以所谓的“越式鼎”和各类工具为代表。发掘者认为炭河里出土的“越式鼎”口沿的年代

可能晚至西周晚期[6]。但考虑到同墓出土的其他铜器年代多属商周之际,本文对这种观点暂时存疑。就生产背景而论,该鼎折沿的

造型不见于中原地区,鼎耳接口沿下凸棱的形态表明其铸造技术也具有地域特征(图一,8)。与“越式鼎”口沿同墓共出的还有蹄

形鼎足,上部饰简化的兽面纹,中间有明显的范线痕迹(图一,9)。相较于混合型的蹄形鼎足,此类蹄足铸造粗糙且体形较大,可能

具有不同的生产背景。炭河里出土的刮刀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相同器物,暂定为地方型铜器(图一,10)。锸、铲类青铜工具是炭

河里出土数量较多的地方型铜器。铜锸在商至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出土极少,盘龙城等地有限的发现也与炭河里铜锸区别甚大

(图一,11)。值得注意的是新干商墓出土有形态接近的铜锸,不知两者是否存在关联。铜铲在中原地区同样数量有限,主要见于殷

墟遗址。殷墟出土铜铲的銎部与铲叶分界明显,而炭河里铜铲的銎部则与铲叶连为一体(图一,12、13)。总之,炭河里的地方型铜

器不仅器形上具有地域特征,铸造质量也普遍较差,表现出与前两类铜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产背景。中原型和大部分混合型铜

器虽然反映的文化背景有异,但铸造水平较一致,反映出相似的生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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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炭河里出土铜器分类图 

1.鸮卣残片(M10∶4)2.器鋬(M10∶7)3、6、7、9.鼎足(M10∶1、M2∶6、M2∶1、M4∶2)4.爵柱(M8∶7)5.斝(盉)足(M4∶25)8.

鼎口沿(M4∶19)10.刮刀(M9∶1)11.锸(M8∶4)12、13.铲(M8∶9、M8∶10) 

望城高砂脊遗址与炭河里遗址同处沩水流域,该遗址发现墓葬 19座,其中铜器主要出土于 AM1、AM5 两座墓中
[7]
。出土铜器主

要包括鼎、尊等容器和削、刀、矛、戈等工具及兵器。向桃初对高砂脊与炭河里遗址出土的陶器、铜器和墓葬特征进行对比,认

为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8],结论较为可信。高砂脊出土铜器的风格和铸造水平与炭河里铜器基本一致,也可分为中原型、混合

型和地方型三类,另有一些铜器属性难定。这里首先对所采样的残损铜器进行分析。划定为中原型铜器的包括容器残片、饰件、

刀和属性难定的不明器。一件容器残片上装饰的由对称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及扉棱均见于中原地区(图二,1);另有残片以云雷纹

为地,圆圈纹为界,兽面纹为主纹,也属中原铜器风格(图二,2)。其他类别的铜器中,高砂脊出土一类双头龙形的小件铜器,器身饰

云纹,其用途不明,暂定为铜饰(图二,3),另有残者当属同类器物(图二,4)。考虑到此类铜器纹饰属典型的中原风格,故归入中原

型铜器。对于高砂脊出土的不知名器和铜刀,施劲松认为均可在殷墟找到相近者[9],故定为中原型铜器(图二,5、6)。 

高砂脊判定为混合型铜器的包括剑形器和小型蹄足鼎。剑形器形似短剑,中部起棱,器身饰中原风格的宽带云纹,但此类器形

却非中原传统(图二,7)。蹄足鼎同见于炭河里遗址,只是相较而言高砂脊蹄足鼎的铸造水平明显更为粗糙,表明其生产背景或有

差异,值得注意(图二,8)。高砂脊的地方型铜器包括矛、容器残片、鼎足、器圈足等,均为素面,铸造质量较差,铜器表面多见孔

洞和未处理的范线痕迹(图二,12～15)。除以上铜器外,高砂脊出土的一件容器残片装饰的纹饰可能为中原纹饰的变形,其是否属

混合型铜器难以判定(图二,9)。另外带兽形附饰和兽首的器鋬也非典型中原型铜器,似为混合型铜器(图二,10)。圆銎接两分叉

的鐏形器在中原地区未见完全一致者,但与殷墟甚至藁城台西所见铜鐏可能属同类器,其为中原型铜器的可能性更大(图二,11)。

以上三件铜器的性质难以判定,仅给出推测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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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高砂脊出土铜器分类图 

1、2、9、13.容器残片(AM5∶28、AM5∶71、M115∶9、AM5∶61)3、4.铜饰 5.不知名器(AM1∶21)6.刀(AM1∶37)7.剑形器(AM1∶

34)8、14.鼎足(AM5、M115∶1)10.器鋬(M115∶2)11.鐏形器(AM1∶17)12.矛(AM1∶36)15.器圈足(AM5∶58)(3、4 出自高砂脊遗

址,但单位号不明;8出自 AM5,器物号不明) 

除上述铜器外,高砂脊还出土多件鼎等完整铜器。鼎分大、小两型,多数学者认为有的大型鼎与中原同类器如出一辙,当为中

原传入品,而小型鼎则表现出本地风格,可能为当地铸造
[10]

。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本文分析的一件高砂脊蹄形足便属小鼎鼎足,

划为混合型铜器。 

总体而言,高砂脊铜器的分类与炭河里铜器大体相同。两地出土的中原型铜器均质量较高,地方型铜器普遍质量较差,混合型

铜器则两者兼有。高砂脊和炭河里两遗址出土的铜器应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产背景,可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尽管根据器形、

纹饰、铸造质量可将两地铜器划为不同类别,但这些铜器为中原传入还是本地制作依然不明,这就需要对铜器所用原料的来源进

行研究。铅同位素方法是用以分析铜器原料特征的主流方法,本文即对炭河里、高砂脊出土铜器采样进行铅同位素测定,以探究

铜器的生产背景。 

二、成分及铅同位素分析 

对于炭河里和高砂脊遗址出土的铜器,已有马江波、内田纯子等学者进行过铅同位素分析,主要论证了铜器所用原料的地质

学来源[11]。本文以探究炭河里和高砂脊出土铜器的生产背景为目的,对炭河里出土的21件铜器和高砂脊出土的17件铜器进行了

采样分析。所采样品与以往研究有部分重合,也有不少数据为新测,可互为补充。其中马江波等的论文(以下简称马文)发表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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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据可供参考。马文共发表铅同位素数据26个,其中 14个数据的样品本文并未检测。故本文分析也引用马文的 14个数据,由

此共有炭河里铅同位素数据 35个。对于内田纯子等学者的成果,由于并未发表具体数据,本文仅参考其铅同位素比值图在后文讨

论。 

以上数据涵盖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三类铜器,可供讨论不同风格铜器的生产来源。前文分析的全部铜器也均在采样范围

内。由于大部分铜器锈蚀严重,本文仅对保留有金属基体的炭河里 2件样品和高砂脊 3件样品进行了成分分析。测试设备采用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ICP-AES 设备,得到 5 件样品的主量和微量元素数据。从主量成分来看,所有样品锡含量均在 2%以上,

铅含量中仅有 1个数据在 2%以下,也就是说共有 4个铅锡青铜数据和 1个锡青铜数据。炭河里铜器的 2个数据均为铅锡青铜。相

较而言,马文发表的 5 个炭河里成分数据中,1 个为铅锡青铜,2 个为铅青铜,另有 2 个数据为锡青铜,类型更为多样。加上马文数

据,共有炭河里铜器主量成分数据 7 个及高砂脊铜器主量成分数据 3 个。就微量元素而言,炭河里和高砂脊的 4 个数据砷元素相

对较高,另外也有几个数据的锑元素和银元素略高,由于数据量有限,此处不做深入讨论。 

本文所做的铅同位素分析在北京大学地空学院以 MC-ICP-MS 方法完成。根据铅同位素分析结果,与以往研究重合的样品,所

测数据也与以往数据基本相符(附表二)。相较而言,本文所测高砂脊数据与内田纯子等测得的高砂脊数据基本分布在同一范围内,

并且数据更为集中。本文所测炭河里数据与马文发表的数据也大体处于同一范围,主要区别在于本文仅测得 1个高放射性成因铅

数据,而马文中共测得 6个,其中 1个数据与本文重合。因此本文引用马文的 14个数据中有 5个为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 

依据以上数据,我们首先将炭河里和高砂脊两地出土铜器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地主要部分的铜器数据基本处于同一范围

内,指向相同的原料来源。但炭河里铜器数据分布范围更广,表明其所用原料也更为复杂(图三)。这是否与炭河里作为中心遗址

的地位及铜器来源的多样化有关是值得思考的。 

其次,将炭河里、高砂脊铜器数据与其他地区数据进行对比尤为必要。考虑到炭河里和高砂脊铜器年代多属商末周初,又显

示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因此当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的铜器数据进行对比。金正耀对殷墟遗址出土的 178件铜器进行铅同位

素研究,发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普遍存在。此类特殊铅的数据在殷墟一期占 78%;在殷墟二期占 81%;殷墟三期比例开始下降,占

38%;到殷墟四期时,所分析的 34件铜器中仅有 2 件属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其余普通铅的 207Pb/206Pb 比值绝大部分集中在 0.88～

0.9 的范围内[12]。至于西周时期的铅同位素数据,包括琉璃河燕国墓地在内的多个西周诸侯国墓地出土铜器均有铅同位素研究成

果[13]。我们将已发表的西周各诸侯国铜器及殷墟四期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进行综合对比,发现大部分数据均集中在较为固定的范

围内,207Pb/206Pb 比值约在 0.85～0.9 之间(图四)。平尾良光认为殷墟四期开始青铜器集中使用普通铅原料,西周早期的国墓地和

西周中晚期的曲村墓地绝大部分铜器数据也集中在普通铅区域[14]。这表明自商末至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所用铅料的主要来源应基

本一致。至于其具体来源,平尾良光认为是中国北部的辽宁、山东等地区。马文认为其中部分原料来自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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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炭河里与高砂脊出土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对比图 

明确了商末、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特征,便可将炭河里、高砂脊铜器数据与中原地区铜器数据进行对比。

既然炭河里与高砂脊铜器的文化背景相同,因此将两地铜器暂时统称为湖南铜器作为整体研究。对比研究中,依照前文对高砂脊、

炭河里铜器的分类,将两地铜器整合为湖南地方型、湖南混合型和湖南中原型三类铜器。将湖南铜器与商末至西周时期中原地区

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对比,发现两批数据有相当部分处于同一范围内,而另有一些湖南铜器数据在此范围之外(见图四)。本文测

试的处于中原数据范围内的有高砂脊的铅锡青铜(M111∶5)和锡青铜(单位号不明)数据各 1 个,可能分别指向铅料来源和铜料来

源。马文发表的 5 个确定的合金数据中有 4 个均在中原数据范围内,其中包括 2个铅青铜数据、1 个铅锡青铜数据和 1 个锡青铜

数据,可能表明此范围内的铅料、铜料来源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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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湖南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分布图 

(商末西周中原型原料的数据范围由殷墟、琉璃河、横水、晋侯墓地等地数据确定,参见注释[13]) 

处于中原数据范围外的数据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的 207Pb/206Pb 比值约在 0.83～0.85 之间(见图四)。由于缺乏

系统的矿山数据,对于这一区域的矿源难以判断。马江波等将炭河里普通铅数据与部分湖南本地金属矿床数据进行对比,认为关

联较弱,从而否定本地矿源的可能,可供参考。但无论该区域数据指向何种矿源,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与中原地区商末至西周时期

的原料数据不同,故其对应的原料可定义为非中原型原料。 

理论上讲,中原数据范围之外的三个区域的数据均应定义为非中原型原料,但考虑到第二、三个区域的数据又各有其特征,故

分别以其特征命名加以区别。从逻辑而言,第一区域的这类非中原型原料虽矿源不定,但利用非中原型原料进行生产,其性质当不

同于在中原地区发生的铜器生产活动,可能指向了中原地区之外的铜器生产。该区域内有高砂脊(M5∶58)和炭河里(M4∶19)的铅

锡青铜各 1例,当指向铅料来源。 

第二个区域内本文所测的仅有一个数据,207Pb/206Pb 比值为 0.75,对应的是一件残片(炭河里 M4∶32)。根据马文测试结果,炭

河里铜器中另有 5个数据处于此范围内,包括 1个锡青铜数据。该类数据属于典型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主要流行于殷墟一、二期,

殷墟三期开始比例下降,四期时极为少见(见图四)。 

第三个区域介于前两个区域范围之间,207Pb/206Pb 比值约为 0.8～0.83(见图四)。该范围内的数据在地质学上较为少见,而又

处于几批数据之间,我们认为可能是高放射性成因铅与中原型原料或非中原型原料混合的结果。可见从原料来源来讲,湖南铜器

所用原料包括商末至西周时期的中原型原料、非中原型原料、高放射性成因铅类型原料,以及可能由上述几类原料混合形成的原

料,表现出多元化特征。该区域合金成分可知的有炭河里的 1个铅锡青铜数据(M4∶17),当指向铅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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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铜器类型可进一步判断铜器的生产背景。将铜器类型与原料类型结合分析,发现中原型原料数据范围内大部分都为典型

的中原型铜器,这部分铜器当是中原地区直接传入的。另外,湖南地方型铜器和少量混合型铜器也使用了中原型原料(见图四)。

这指向两种可能性,一是重熔中原铜器制作了这些地方风格的新铜器,二是中原型原料以某种方式直接流入湖南地区,考虑到当

时的文化格局,我们认为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 

其次,非中原型原料的数据范围内分布有地方型铜器,以此种原料生产本地风格的铜器也容易理解。但部分中原型铜器和混

合型铜器也使用这种原料制作,中原铸造技术与非中原型原料相结合,其中一种解释便是中原人群使用其他来源的原料在当地生

产铜器。可能的混合型原料数据范围内也分布有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三类铜器,这与非中原型原料反映的现象本质上是相同

的(见图四)。 

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共有 6 个,考虑到混合型原料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类型的原料是重要来源之一,推测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高

放射性成因铅铜器被重熔并与其他原料混合使用(见图四)。由于马文发表的 5个铅同位素数据无对应铜器的图片,铜器风格无从

得知,无法深入讨论。马文根据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推测炭河里铜器群的年代较早。但考虑到炭河里铜器生产中可能涉及到重熔

再利用的现象,以及遗址本身的年代跨度等问题,我们认为尚无法依此对遗址或铜器群的年代加以判定。另外,尽管大部分高放射

性成因铅铜器风格未知,但其主要出土于炭河里 M4、M8 等单位,这些单位中共存的铜器至少有中原型、地方型铜器,构成复杂,对

墓葬年代的判断更需谨慎。 

综上而论,中原型原料、非中原型原料、可能的混合型原料数据范围内均分布着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三类铜器,可见炭

河里和高砂脊铜器的生产背景极为复杂。本文所引用的马文数据中,仅 3 个数据有对应图片可观察铜器风格,其他则性质不定。

但从数据分布来看,所引用的数据符合以上分析。 

结论 

通过对炭河里和高砂脊出土铜器的分类和铅同位素研究,对于两地铜器生产背景得出初步认识。炭河里和高砂脊铜器文化内

涵一致,均可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三类。铅同位素分析显示两地主要的铜器数据集中在同一范围内,应使用了相同原料,

但炭河里铜器数据分布范围更广,原料来源更为复杂。在商末至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殷墟和西周多个诸侯国铜器的铅同位素数

据范围较固定,原料来源也较统一。 

将湖南铜器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中原铜器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的来说,湖南铜器主要使用了以下

几类原料:中原型原料、非中原型原料和可能的混合型原料。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共有 6例,应是混合型原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能有相当数量的高放射性成因铅铜器被重熔、混合后再利用。结合铜器分类,可知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三类铜器均使用了上

述三种类型的原料,生产背景复杂。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针对炭河里、高砂脊的铜器生产提出一种可能性。既然中原型铜器既用中原型原料也用非中原型原料铸

造,那么很可能是商人携带了中原生产的铜器来到湖南地区,其中大部分铜器继续沿用,但也有部分铜器被重熔用以铸造混合型

和地方型铜器。另一方面,商人在湖南当地也使用非中原型等多种类型的原料生产中原型和部分混合型铜器。 

中原型和大部分混合型铜器铸造质量较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铸造质量较差的地方型铜器和少量混合型铜器。这些低质

量的铜器或许由商人中的低水平工匠生产,但更可能是当地土著人群在商人影响下铸造的。就原料来源而言,低质量的地方型铜

器和部分混合型铜器也使用了中原型、非中原型和混合型三种原料。因此虽然质量高低不同的铜器可能来自不同的生产作坊,但

铜器所用原料的来源是相同的。 

根据上述分析,基本可以明确商人携带中原铜器来到湘江流域的事实。另一方面,高砂脊、炭河里的铜器生产背景呈现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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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现象。如何借由多元化的生产背景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做深入解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仅是针对炭河里、高砂

脊两个遗址的铜器进行的初步分析。正如施劲松认为高砂脊铜器与宁乡出土铜器多有差别,当有不同来源[15],我们也主张两批铜

器当区别研究。 

炭河里出土 6件高放射性成因铅铜器,其数据与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地铜器数据一致,主要流行于殷墟前期,当有铜器属宁

乡铜器群的范畴。但由于铜器风格未知,如何看待这些铜器的内涵,正视铜器年代与遗址年代的关联仍待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

炭河里、高砂脊铜器的原料类型则以商末至西周时期的普通铅类型为主,原料类型的差异也表明炭河里、高砂脊铜器的主体与宁

乡铜器群分属于不同时段,不可一概而论。将宁乡铜器群与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甚至城洋铜器群联系起来,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中

考虑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关联或是理解宁乡铜器群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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